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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社区：研究脉络、知识框架和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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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开源社区这一以软件源代码为核心的虚拟网络组织，在回溯其源起与

界定概念的基础上，提炼刻画了开源社区的独特性，并通过对2001—2019年间发表于SSCI检
索期刊的188篇文章展开文献计量分析，系统地梳理了社会科学尤其是管理学领域内有关开源

社区的发文情况与研究脉络。在补充部分专著、会议论文等文献资料后，对有关开源社区的主

要研究内容进行整理与剖析，提出以“组织维”和“个体维”为核心分析层次的二维知识框架，不

仅从“组织架构”“领导力”“知识产权治理”三个子维度阐述了开源社区的内部治理机制，还按

照“前因—过程—结果”的逻辑分析框架，探究了企业与个体用户参与开源社区的动机、过程以

及绩效。最后，围绕开源社区如何管理、协调企业与个体的参与过程这一核心议题，提出可供参

考的未来研究方向，以期引起更多中国学者关注，为中国开源社区的发展及其治理机制的完善贡献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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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作为开放创新的代表性甚至极致性呈现形式（Chesbrough，2003；Barge-Gil，2010），开源社

区已引领开放创新和数字创新实践前沿超过二十载，并正以其独特的方式重塑着数字经济时

代下人类社会的组织生产模式与价值获取逻辑。随着开源运动的不断推进，开源经济的拥护者

围绕开源产品与开源技术，形成了以Apache、Debian、Linux以及Mozilla为代表的一批在世界范

围内享有盛誉的开源社区，相关的衍生产品如Apache网页服务器、MySQL数据库系统、

Firefox火狐浏览器以及虚幻4游戏引擎等进入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场景，并迅速积累了大批

忠实用户（Xu等，2009），仅Apache网页服务器就有超过1亿个网站使用。如今，开源社区及其所

代表的开源经济已然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受到政府、企业、高校的高度重视。而

随着代表新兴商业模式的开源软件企业（如Red Hat、Canonical等）和遵循全新治理逻辑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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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如OpenStack基金会、Eclipse基金会）不断涌现，开源社区在数字创新、开放创新等过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在此背景下，学者分别从资源基础观（Lerner和Tirole，2002；Boudreau和Lakhani，2013；
Ghapanchi等，2014；Shaikh和Levina，2019）、组织控制理论（Dahlander和Magnusson，2005；
O'Mahony 和Ferraro，2007）、社会网络理论（Dahlander和Wallin，2006；del Rocío Martinez-
Torres，2014；Maruping等，2019）、组织学习理论（Lakhani和von Hippel，2003；Lundell等，2010；
Andersen-Gott等，2012）以及交易成本理论（Demil和Lecocq，2006）等视角切入，对社区本身以

及个体和企业的参与展开研究。然而，尽管现有研究已积淀诸多成果，但开源社区所面临的独

特治理问题仍无法被现有理论逻辑较好地解释：作为松散耦合的虚拟网络组织，开源社区既需

要对内建立兼具民主赋能与制度约束的治理机制，同时又需对外协调存在意识冲突与制度鸿

沟的企业与个体的参与，开源软件许可证协议的存在更是对传统知识产权治理模式提出了颠

覆性挑战。更为紧迫的是，国内关于开源社区及其治理的实践与研究均十分滞后：一方面，至今

尚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开源社区；另一方面，国内核心学术期刊中关于开源社区的文献零

零星星，从管理学等社会科学视角切入探究开源社区及其治理的文章更是寥寥无几。

基于此，本文选取了2001—2019年间共计188篇有关开源社区的SSCI检索期刊文献，配合

包括著作、会议论文、开源社区管理文件等文献资料，梳理开源社区的研究脉络，并回答了以下

三个问题：相比于其他在线社区，开源社区的独特性是什么？学界已在哪些方面取得了研究进

展？未来仍有哪些问题亟待学界进一步作答？基于上述问题，本文首先界定了开源社区的起源

与概念，从知识产权、创新链条以及价值主张三个维度突出了其独特性，并利用科学知识图谱

方法系统梳理了开源社区及其治理的研究脉络；之后，全面提炼各角度的主要内容，以“组织

维”和“个体维”为核心分析层次建立二维知识框架，较为详实地展示了现有研究成果及其背后

的逻辑联系；最后，勾勒了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提出可供今后学者参考的研究着力点。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追溯起源与界定概念的同时，对比论证了开源

社区的独特性，进而定位研究边界，为学者在进行理论与实证抽样时提供参考；第二，构建知识

框架，配合适当的研究述评，全面系统地梳理、展示了现有研究成果，以期引起更多中国学者关

注，为中国开源社区的发展及其治理机制的完善贡献知识；第三，发现研究短板，并相应地勾勒

未来重点研究方向，为今后的学者提供启示。

二、  开源社区的起源、概念与独特性

（一）开源社区的起源与概念

尽管“开源”（open source）一词最早出现于1998年（Raymond，1999），但开源的历史仍可再

向前追溯三十载。20世纪80年代，围绕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推出的操作系统Unix，来自

世界各地的学者与开发人员通过不断的研究与交流，形成了成百上千个衍生版操作系统，以满

足自身异质性需求。其中，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UCB）的计算机科学研究团队（CSRG）开发

的伯克利软件发行版（BSD）成为流传最广的Unix衍生系统。然而，由AT&T制定的著作权协议

在当时极大地限制了用户操作空间，阻碍了跨边知识交流。为打破“枷锁”，来自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MIT）的Richard Stallman于1984年启动“革奴计划”（GNU），并于次年创办自由软件基金

会（Zschoch，2007），正式拉开自由软件运动（开源软件运动前身）的序幕。1991年，来自芬兰赫

尔辛基大学的学生Linus Torvalds开发出具有奠基作用的操作系统Linux，并公开全部代码，进

而将自由软件运动推向顶峰。但随着运动的推进，人们越发感觉到“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
一词不仅会产生歧义，更会阻碍企业、政府等主体的融入。为此，该运动的领导层于1998年在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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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召开集会，一致决定将“自由软件”更名为“开源软件”，标志着自由软件运动正式过渡为开源

软件运动。此后，围绕各类开源软件，来自世界各地的用户自发形成了数以万计的在线社区组

织，旨在于软件世界里构建起一个自由、透明的价值共创网络。

经过多年的发展，学界已对开源社区形成具有高度趋同性的定义：开源社区一般指以软件

源代码为核心，由地缘空间分散但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开发者根据相应的开源软件许可证协

议，以民主、合作的形式进行软件的共同开发、维护、增强等知识创造与传播活动的网络平台，

同时也为成员展开交流学习与共同治理的网络组织（Crowston和Scozzi，2002；Lee和Cole，
2003）。值得注意的是，从一定程度上讲，开源社区与开源产品的边界较为模糊，如Linux既指开

源社区，由参与者共同管理，同时又指一套性能稳健的操作系统，其内核（linux kernel）成为许

多派生操作系统如Ubuntu的搭建基础。网络组织的结构特征和开源软件的技术特性使开源社

区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的生产模式：在尊重原作者劳动成果与个人意志的基础上，用户通过对代

码进行筛查、编译、评估以及修改，共同为社区公有知识基的增长做出贡献（David，2004）。
（二）开源社区的独特性

尽管从文字上讲，开源社区的定义非常明晰，但作为在线社区的子类，开源社区与在线社

区常常被混淆甚至等同，如赵夫增（2009）在研究在线社区生产模式的过程中，将开源社区特有

的许可证协议作为提炼全部在线社区基本产权特征的论证对象，忽略了许可证制度所适用的

特定情境。任伶（2019）在其关于在线社区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也将开源社区用户的贡

献与其他社区用户的贡献等同。实际上，由于具有开放创新平台的系列特征和发展成为创新生

态系统的条件（Shaikh和Levina，2019），开源社区与其他多数围绕诸如产品、技术、偶像等话题

对象展开文字交流的在线社区存在许多根本性差异，因此有必要将开源社区同其他在线社区

相区别，以便更为清晰地理解开源社区的概念内涵，把握其独特性，进而明确研究边界。通过整

理分析，我们认为开源社区与其他在线社区的主要区别如下。

首先是知识产权的差异。尽管针对产品或技术进行交流与学习构成了在线社区用户的主

要活动形式，但就知识特性而言，开源社区与其他在线社区存在很大差异。普通在线社区以用

户体验、产品反馈等信息为主要发布内容，需要技术人员凭借直觉理解（陈钰芬和陈劲，2007），
具有一定经验性和内隐性（Lv和Qi，2019）。该特征使社区及其背后的企业保留了对创新知识

的运行和测试权，进而独占知识成果，竞争对手则难以从众多用户评论中过滤出有效可行的建

议，剽窃和“搭便车”（free-riding）的风险更小。与之相对，开源代码的高度可复制性和可模仿性

使知识外溢风险急剧增加，开源社区上的用户可以自行通过计算机编程和开发，把其他成员自

愿提供的技术规范或算法转化成程序、软件组件以及其他计算机系统，这直接导致基于传统知

识产权保护逻辑的独占性机制在开源社区失去了实施条件，社区参与者的核心知识资产面临

被侵占的风险。也正是在高知识资产治理难度的压力下，开源社区完成了对传统产权保护逻辑

的颠覆，通过形成独特的以著佐权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治理机制，实现了从“独占”到“共占”的跨越。

其次是创新链条的差异。创新链条被定义为围绕某一个或多个核心主体，以满足市场需求

为导向，通过知识创新活动链接创新参与主体，以实现知识与技术应用化过程的结构模式（蔡

翔，2002）。Schumpeter（1912）曾提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与商业化应用之间的鸿沟需要通过创

新链条来消除。相较于价值链、知识链等传统概念，创新链更多被置于开放创新的理论与现实

背景下讨论，强调对用户价值进行深入挖掘，并认可用户作为关键生产环节融通知识商业化过

程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讲，在线社区典型的基于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CG）的生产模式正是创新链向用户整合、延伸的典例（赵夫增，2009）。然而，由于不涉及产品

或技术的直接开发，将在线社区上用户提出的创新想法转化为应用型产品或技术中间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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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很长一段距离。换言之，在线社区的创新链条较长，技术人员需根据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进而

将创意转化为适销产品（von Hippel，2006）。而对于软件行业，将开发者、生产者乃至使用者强

行分离是相当困难的，开源社区用户往往既是核心代码的贡献者，又是相关下游产品的最早一

批使用者（Toffler和Toffler，2007），能够将散落于社区各个角落的知识碎片整合转化为具有一

定使用价值的技术产品。开源软件这一产消合一性特征使得开源社区的创新链条大幅缩短，而

更短的创新链条成为企业通过参与开源社区以提升包括研发速度、产出质量等在内的创新绩

效的结构保障。

最后是价值主张的差异。作为商业模式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主张一般指商业或非商业组

织对顾客做出的价值承诺，该承诺详细勾勒了能够反映组织核心价值取向的愿景、使命及其实

现计划（王雪冬等，2014）。由于以星巴克My Starbucks Idea、小米社区以及海尔众创意为代表

的在线社区依托于母体企业进行平台建设，此类社区的价值主张往往是其背后起主导作用的

一个或多个创新主体的价值主张的映射。为服务母体企业的利益诉求，社区会采取一系列排他

性手段以限制、引导用户对来自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的讨论，社区用户也多数都围绕母体企业

核心产品或技术开展合作创新活动，其所贡献的知识经人为筛选后直接进入母体企业的创新

链条。与之相反，开源社区多由兴趣爱好相同但地缘空间分散的用户自愿发起，本身并不附庸

于某一核心企业。而开源社区鲜明的亚文化属性更是使其形成了独特的组织定位与价值主张：

社区的存续意义在于通过开源技术和民主合作来打破知识交流与传播的屏障，以实现个人意

志自由和改善社会公共福祉（Dalle和Jullien，2003；von Hippel和von Krogh，2003）。这一重视个

人自由与追求公共利益的价值主张使开源社区在意识形态上就抵制强调独占知识成果的商业

组织的过度介入（Shaikh和Levina，2019）。而即使对于少数由企业主导建立的开源社区，自由

软件许可证协议（如GPL）的存在也极大限制了企业的行动空间（Dahlander，2007），为使价值

获取最大化，企业仍需面临与其下属开源社区及其用户的博弈（O’Mahony，2003）。实际上，价

值主张是回答开源社区“为何存在”以及“如何存在”两大根本问题的核心线索，其本身不仅构

成了用户参与开源社区的核心动力机制，更是开源社区之所以形成松散耦合的内部治理结构

和设置防止企业过度干预的进入壁垒的底层逻辑。

由此可知，开源社区的独特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知识的外显性和代码的高度可

复制性使开源社区面临了更为棘手的知识资产治理难题，并形成了独特的以“著佐权”为核心

的知识资产治理机制；其次，开源软件的产消合一性极大缩短了开源社区的创新链条，大幅提

高了从创意到产品的转化率；最后，追求公共利益的价值主张既使开源社区形成了联合自治的

独特组织结构，又定义了开源社区与追求私人利益的商业组织间的复杂竞合关系。尽管在线社

区与开源社区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隶属关系，但二者在上述三个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导致其

面临的治理问题明显不同，在模型构建和实验取样的过程中不能片面将二者等同，以防实验结

果出现偏差。

三、  开源社区的研究脉络

（一）研究方法

为保证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以提高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加之国外在有关开源社区的研究上

大幅领先于国内，本文以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的SSCI 子库为起始检索范围，检索对

象为英文期刊文献。考虑到我们的研究话题聚焦于开源社区，故不同于Dahlander（2007）以
“linux”“open source”为关键词的做法，我们对检索主题词（包括标题、摘要、关键词）进行了细

化，以“open source community”“FLOSS community”“OSC”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同时，由于本文

主要关注开源社区所面临的内部治理与外部管理等问题，并不讨论开源技术本身，故我们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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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检索范围，将学科领域限定在管理学、经济学、商务学等社会科学。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共

检索得到497篇文献。由于开源领域的许多文献将论述重点放在了开源软件或开源技术上，并

不研究开源社区的管理问题，加之大量无关文献（如仅在摘要中出现“open source”或“community”
一词，但本身的研究话题与此无关）的存在，我们逐一阅读了每篇文章的摘要，删除研究主题不

符的文献。此外，我们对在后续阅读过程中发现的符合要求但在初次检索过程中被遗漏的重点

文献进行了补充，以此循环往复，直至再无重要文献遗漏。在补充遗漏文献、剔除重复样本并根

据摘要过滤无关样本后，最终得到2001—2019年间共计188篇符合研究要求的文献样本。之后，

对样本文献进行梳理，以把握开源社区及其治理的研究脉络，并借助科学计量工具CiteSpace
软件绘制知识图谱，可视化呈现分析结果。

（二）描述性结果

从发文时间来看，尽管在1999年前后就有学者从管理学视角入题，研究开源社区面临的内

外部治理问题，并形成了系列著作与会议文章，但收录于SSCI检索期刊的相关文献首次出现

于2001年，且2005年以前的文献非常少，年均发文量不足3篇。之后，文献数量有所增长，并在经

历2007年的短暂回落后，稳定了在年均13篇的水平。2017年后，发文数量再次骤降，学界对开源

社区相关治理问题的研究热度有所衰减（见图1）。从发文作者来看，有25位学者在样本期刊上

发表了至少3篇文章，其中来自瑞士圣加仑大学的von Krogh教授发文最多，共计发表9篇（包括

不是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文章），他的同事Spaeth教授以7篇文章紧随其后，之后是来自德国

欧洲管理与技术学院（ESMT）的Dahlander教授和来自美国波士顿大学的O’Mahony教授，分别

发文6篇和5篇。从国家分布来看，样本文献主要来源于美国（77篇），其次是英国（29篇），中国作

者的发文数量为11篇，排在所有上榜国家的第7位。从发文期刊来看，文章来源分布有一定的聚

团趋势，管理信息系统季刊（MIS Quarterly）、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以及管理科学

（Management Science）等8部国际权威期刊贡献了全部文献样本的39.9%，其中，研究政策

（Research Policy）发表最多，为21篇，占比为11.2%。而从期刊影响因子来看，收录样本文献最

多的6个期刊均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期刊，该特点进一步突出了开源社区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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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资料整理。

图 1    2001—2019年间开源社区研究文献于SSCI检索期刊的发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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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源社区研究的发展阶段

依托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我们对188篇样本文献的主题关键词进行扫描与分析，以识

别开源社区研究的发展阶段。由于样本的时间跨度不足20年，故我们以1年为一个时间切片，选

择节点类型为“关键词”（keyword），在剪枝方式中勾选“Pathfinder”“Prunning sliced networks”
“Prunning the merged network”以优化结果。图2展示了2001—2019年间开源社区相关研究关键

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开源社区新兴关注领域的出现呈前紧后松之势，于2003至2009年间

经历了脉冲式增长，期间涌现了治理结构、参与动机以及参与绩效等具有高度聚合性的话题。

之后迅速回落，研究关键词越发稀疏。在梳理研究主题的变迁时，为避免仅从字面上牵强附会，

做出不准确的解释，我们对全部聚类标签所涉及的主要文献逐一进行了研读，以厘清各主题关

键词之间的内在逻辑。从研究主题的变迁来看，学界首先探究了开源社区内部的用户合作网络

与知识转移转化机制，并很快转向关注包括个体与企业在内的社区成员的参与动机与参与绩

效。实际上，动机类研究构成了开源社区研究在发展中前期的核心主体，学者针对“开源社区为

何形成”这一问题，对经济、技术以及思想等驱动要素展开研究。而内部治理这一主题则首次涌

现于2008年，此时学界开始关注开源社区的组织架构与资产所有权等治理要素。需要注意的

是，由于CiteSpace时区图的绘制规则为在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进行树轮积累，因此图2仅大

致展示了各研究领域的涌现时间而非热点时段。而通过追溯源文献，我们发现有关绩效的研究

尽管在首次出现时间上与动机类研究几乎一致，但直到2010年左右才陆续有学者对企业或个

人参与绩效展开系统规范的实证性研究。此外，从图2可看出，企业与社区的竞合关系一直是研

究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企业与社区在意识形态、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前者在后者

成员间面临极高的认知合法性压力（O’Mahony，2002；O’Mahony和Bechky，2008）；另一方面，

企业又想利用开源社区提升自身创新能力，而开源社区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企业提供的优质

资源（Dahlander和Magnusson，2005）。在此复杂关系背景下，学界持续围绕企业如何在不触碰

社区价值“红线”的基础上使其资源为我所用，进而创造并获取价值展开研究。而通过对研究脉

络的梳理，我们发现学界对企业与社区关系的定义在这20年间经历了从强调竞争（competition）
到关注协作（coordination）的根本性改变，认为从最初抵触企业追求私人利益的价值主张，到

后来允许企业以适当方式开展商业化活动，社区在经历多阶段演化后逐渐找到了与企业共栖

共生的方式——与其就现有价值的分配进行激烈争夺，不如双方通过合作来将“蛋糕”做大，使

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保障各自利益（Shaikh和Levina，2019）。

四、  开源社区的知识框架

依托文献计量分析，本文从整体的角度梳理了开源社区的研究脉络，为深度发掘开源社区

及其治理相关研究的成果积淀，构建能够使读者获得全部要领的知识体系，本文分对象、分角

度地对文献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考虑到开源领域的经典专著（如Raymond的《大教堂与市

集》）以及早期的部分优质会议论文对后来开源社区的研究具有塑形作用，在原188篇SSCI样
本文献的基础上，我们有选择地补充了国内外有关开源社区的著作与论文，包括学术著作6部，

英文会议论文12篇，中文期刊论文9篇。此外，为避免被理论的条框束缚，陷入画地为牢的研究

泥沼，我们还研读了包括SourceForge在内的7个知名开源社区上的文档资料，以及时更正认知

偏误，使研究结果尽可能贴近现实。

在阅读并总结归纳所有文献资料后，结合文献计量的分析结果，我们发现有关开源社区及

其治理的研究焦点主要落在内外部两个方面：以O’Mahony、Fleming为代表的学者主要关注社

 

开源社区：研究脉络、知识框架和研究展望
89



区的内部治理问题，围绕权力形成与分配机制和共有知识成果保护手段两大议题，对组织治理

架构、领导力、知识产权治理等展开了深入研究（对应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中的“organization”
“architecture”“centrality”“governance”“proprietary”“leadership”等）；以Bonaccorsi、Dahlander为
代表的学者则主要关注社区如何管理、协调商业组织和个人爱好者等外部主体的参与，并重点

探究了个体参与动机和企业与社区的竞合关系（对应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中的“firm”“developer”
“motivation”“performance”“collaboration”“coordination”等）。考虑到社区、企业以及个体涉及两

个层面的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二维知识框架（见图3），旨在全面、系统地勾勒现有关于开源社

区的知识轮廓，并整理知识区块间的逻辑关系，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吸收。该研究框架由“个
体维”和“组织维”两条主线构成，其中“组织维”又具体分为“社区治理”和“企业参与”内外部两

个子维度。根据对社区内部治理相关文献的梳理，将“组织维”中的“社区治理”分解为“组织架

构”“领导力”“知识产权治理”三个部分。按照“前因—过程—结果”的逻辑分析框架（杜占河和

原欣伟，2017），将“组织维”中的“企业参与”和“个体维”中的“个体参与”切割为六个部分，分别

探究企业与个体的参与动机、过程以及绩效。
 
 

资料来源：由CiteSpace直接生成。

图 2    2001—2019年间开源社区研究关键词时区图
 

（一）组织维：社区治理

1. 组织架构

作为成员自愿发起的进行开源项目的共同开发、交流学习以及共同治理的网络平台，开源

社区具有典型的自组织特征，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的自序过程（Fleming和Waguespack，2007）。
多年来，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即使是从本质上就抵触专制统治的去中心化网络组织，也依然需

要某种形式的治理机制来管理、协调各项人事活动，以维持组织存续（Harrison，1960），而那些

过于追求民主以致未能形成权力分配机制的组织往往在面临复杂问题决策时陷入困境，加速

组织死亡（Rothschild和Russell，1986）。这些特点都在开源社区的组织治理实践中得到验证：开

发者表示，技术与知识的积累使得开源项目日趋复杂，而治理机制的缺位会严重阻碍项目的后

期发展，使得各项开发活动难以有效对接（O’Mahony和Ferraro，2007）。因此，社区的存续与发

展取决于用户的联合自治行为（Stewart和Gosain，2006；Stewart等，2006；von Krogh和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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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pel，2006），而要实现共同治理的目标，需要开源社区主动或被动地形成类似官僚制度的科

层结构。同时，开源社区本身的开放性、民主性与协作性又决定了僵化的组织结构与过强的组

织控制会反过来抑制社区的创造力，最终导致用户流失（Rashid等，2019）。在集权与分权之间

寻找平衡点，就成为开源社区治理的关键，任何形式的权力都必须同时由民主赋能并受到义务

约束（Adler，2001）。随着开源社区治理方式的不断演化，开源社区已形成了以自治性基金会或

理事会为权力核心，以共同决议为民主决策手段，以技术委员会等分委会为联合监督机构，以

开源项目或工作组为具体执行单元的正式组织架构（见图4）（Dahlander和Wallin，2006；陈大庆

等，2011）。基金会或理事会本身不参与项目开发等技术性事务，而是更多承担包括方向把控、

组织协调以及支持性服务等在内的治理任务，如OpenStack基金会通过举办开源基础设施峰会

等各类活动来引导、链接用户，进而促进社区发展。开源社区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使得越来越多

的学者将社区尤其是开源社区视作是除市场和科层以外，第三种可行的组织和生产形式（Adler，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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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资料整理。

图 3    开源社区的二维知识框架
 

2. 领导力

Weber（1978）认为，贤能治理（meritocracy）是组织在具备官僚体制的部分特征（如形成共

同承认并遵守的权力分配机制）后的最终归宿，拥有强技术胜任力的个体更容易获得职位权

力。开源社区亦是如此，精英领导是其常见的治理方式（Kogut和Metiu，2001；Lee和Cole，
2003），用户所作出的贡献会影响到权力的最终分配（O’Mahony和Ferraro，2007），如Linux的创

始人Linus Torvalds在他人的协助下开发出Linux内核（linux kernel），并以此赢得其他用户的尊

重和信任，成为社区领袖。然而，对于开源社区这样的知识密集型组织，技术水平固然重要，但

并不是决定领导力形成与分配的唯一标准。O’Mahony与Ferraro（2007）依托扎根研究方法，发

现积极承担协调、控制等组织工作的社交型领导者更易赢得选举，建立核心领导力。del Rocío
Martinez-Torres（2014）也提出，过度的开放会导致凝聚力的丢失和研究话题的分散，而社区经

理人则可通过匹配社区战略与项目需求，协调开发者工作以及跟进问题解决进度等方式，使社

区始终保持较高的用户凝聚力。此外，分散的地缘空间决定了社区用户只能以计算机为介导进

行基于文本的交流，信任关系难以建立，更毋庸形成基于个人魅力和号召力的权力基础
 

开源社区：研究脉络、知识框架和研究展望
91



（Wellman等，1996）。而线下的面对面交流则有助于打破这一信任隔膜，帮助用户进入社区网

络的权力中心（Fleming和Waguespack，2007）。随着开源产品的商业市场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

企业和协会开始以赞助的形式举办贸易展览、专题会议等线下交流活动，为社区用户提供了更

多的面对面互动的机会（O’Mahony，2002），开源社区领导力的形成与分配标准也因此加速由

技术贡献向社交活动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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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资料整理。

图 4    开源社区组织架构
 

3. 知识产权治理

开源软件常常被描述为由私人生产的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效用的不可分割

性，由开发者、企业、政府以及非营利组织共同开发与管理（Bessen，2006）。Olson（1971）认为，

当共同努力的成果不具有排他性时，理性的个体行动者不会有充足的动机参与公共物品的生

产。此外，社区知识交换活动也并非是对称的，后来的开发者可以采取搭便车的行为坐享前人

的成果（Maurer和Scotchmer，2006）。然而，在开源社区，每天依然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投入私

人资源用于开源产品开发，并期望非贡献者同样能够享受到收益。基于此，von Hippel和von
Krogh（2003）提出“私人—集体”（private-collective）的创新模型，认为“搭便车”并不能使用户获

得开发过程带来的个体学习效应，且他人编写的代码并不能准确地满足自身的异质性需求。尽

管开源软件的固有特征使得开发者仍保留部分排他性收益，但当以企业为代表的外部组织通

过公共产品“私有化”的手段侵吞集体价值时，社区用户仍需要依靠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来捍卫

公有权益。

目前，开源社区主要的知识产权治理机制包括开源软件许可证协议（CLA）、规范性准则与

法律制裁（如著佐权Copyleft）、商标注册以及委托非营利组织代管等（O’Mahony，2003；
Dahlander和Wallin，2006）。而著佐权的来源——开源软件许可证协议被认为是开源社区知识

资产最有力的治理机制，不仅赋予了社区高度的行动自由，更使其拥有了关于集体资源的永久

版权，规避被企业侵占收益的风险（O’Mahony，2002；Butler等，2019）。根据协议内容，使用者被

允许自由使用、散布和修改开源软件的同时，还需要将修改后的衍生作品用同等的授权方式释

出以回馈社会（Mustonen，2003）。换言之，任何个人与集体不能对开源产品进行二次闭源。这类

许可证的代表有GPL许可证、Mozilla许可证以及LGPL许可证等。此外，还存在一些限制条件较

为宽松的协议，如BSD许可证、MIT许可证和Apache许可证等，允许包括企业在内的外部组织

将解决方案或产品整合入社区提供的代码，并在修改完源码后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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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维：企业参与

1. 企业参与动机

随着越来越多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将建立或参与开源社区作为长期创新战略（Dahlander和
Gann，2010；Greenstein和Nagle，2014），关于企业参与开源社区动机的研究也越来越完善。在对

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我们提炼出了技术（technology）、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合
法性（legitimacy）以及经济（economics）四大关键要素（见表1）。在一定的技术距离下，与背景多

元的开源社区用户合作将有益于创新想法的交换，进而大幅提升企业的创新速度，缩短产品的

开发周期（Osterloh和Rota，2007；Dahlander和Magnusson，2008；Baldwin和von Hippel，2011）。
Baum等（2000）、Faems等（2005），以及Nieto和Santamaría（2007）也提出研发伙伴的多样性正向

作用于企业创新。另外，由于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割性（Toffler和Toffler，2007），社区开发者作

为下游产品的直接使用者，对产品的缺陷和改进空间最为熟悉，因此与其合作开发的产品往往

具有较高的质量（Bonaccorsi和Rossi，2006；Fitzgerald，2006；Bonaccorsi等，2007），并且能够满

足用户的异质性需求（Franke和von Hippel，2003）。此外，开源还有助于加速技术标准的建立

（Henkel，2006），进而提高产品的整合弹性与效率，防止供应商锁定（Munga等，2009）。在组织

学习方面，参与开源社区有助于企业获得符合市场需求的知识和技能（Lakhani和von Hippel，
2003；Andersen-Gott等，2012），并对中小型企业的经营思维、商业模式具有重要的塑形作用

（Lundell等，2010）。由于客户高度重视基于开源代码开发出来的产品，与开源社区合作还有助

于树立企业开放并包、拥抱前沿的正面形象，改善公共关系，提高外部合法性（Lerner和Tirole，
2002；O’Mahony和Bechky，2008；Stam，2009），这一动机同样在新兴中小企业中更加强烈

（Henkel，2006）。
 

表 1    企业参与动机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相关研究

技术
（technology）

开发速度
Lerner和Tirole，2002；Osterloh和Rota，2007；Dahlander和Magnusson，
2008；Baldwin和von Hippel，2011

开发质量
Franke和von Hippel，2003；Fitzgerald，2006；Bonaccorsi和Rossi，2006；
Bonaccorsi等，2007；Lundell等，2010

技术标准 Henkel，2006；Munga等，2009
组织学习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知识和技能 Lakhani和von Hippel，2003；Andersen-Gott等，2012

商业模式 Lundell等，2010

合法性
（legitimacy）

企业形象
公共关系

Lerner和Tirole，2002；Henkel，2006；O’Mahony和Bechky，2008；
Stam，2009

经济
（economics）

开发成本 Baldwin和von Hippel，2011
接受速度 West，2003；Dedrick和West，2007；Kapoor和Agarwal，2017
互补性产品
或服务

Lerner和Tirole，2002；Adner，2006；Alexy和Reitzig，2013；Boudreau和
Lakhani，201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
 
 

除了技术、组织学习以及合法性要素，企业还受经济要素驱动。由于较少涉及基于契约的

交易关系，用户自愿参与产品开发，加之开源社区提供了大量免费的代码、文件资料以及测试

结果，因此与开源社区合作将极大地节省企业成本（Dalle和Jullien，2003；Baldwin和von
Hippel，2011）。其次，开源将大幅提升产品被市场接受的速率，使发布企业在短期内积聚大量

的免费用户（West，2003；Dedrick和West，2007；Kapoor和Agarwal，2017）。Teece（1986）认为，对

于独占性机制较弱的产业，互补性资产（尤其是专用互补性资产）的所有权决定了最终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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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因而，通过发布开源产品占领市场，抑制竞争，配合推出互补性产品（如硬件之于软件）或

服务（如售后维修）以获取溢出的价值，成为企业参与开源社区的又一关键经济性动因（Adner，
2006；Andersen-Gott等，2012；Alexy和Reitzig，2013；Boudreau和Lakhani，2013）。总体上讲，企业

参与开源社区更多受经济要素驱动。

2. 企业参与过程

企业参与开源社区的过程逐渐成为新近的研究焦点，许多学者开始围绕企业与社区的竞

合关系展开探究。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归纳出了参与内容、参与强度、参与壁垒三个方面的

主要内容。

参与内容方面，企业参与开源社区的内容主要包括委派专人参与开源项目，通过阅读社区

工作档案与纪要来吸收技术知识、内化开源文化，参与社区管理以提升合法性（O’Mahony和
Bechky，2008），及时对用户反馈尤其是关于企业开源产品的反馈做出响应，以及招募优质的

技术人才等。除此之外，企业将参与开源社区作为创造和获取价值的手段，经济活动构成了企

业参与的主要内容。在开源社区，智力成果归于集体而非个人，较少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正式分

配机制（Fleming和Waguespack，2007）和基于契约的权益保障机制（Ågerfalk和Fitzgerald，
2008；Boudreau和Lakhani，2009），交易标的与交付时间难以明确。因而通过出售开源产品以直

接获利并不可行。Dyer和Singh（1998）、Shin和Lee（2019）主张企业可以利用互补性资产来创造

关系租金，进而获取利润。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开源社区有潜质成为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互

补性资产，企业通过向开源社区和开源软件的用户提供互补性产品或服务，间接获取溢出的价

值（Adner，2006；Andersen-Gott等，2012；Alexy和Reitzig，2013；Boudreau和Lakhani，2013），开源

社区上的软件开发活动也因此被有意限制在非差异化的核心功能上，企业后续通过提供互补

性增值服务创收（Riehle，2011）。
商业模式与产品架构决定了企业参与开源社区的强度不尽相同。根据对开源社区及其产

品的依赖程度，参与企业可具体分为专门围绕开源软件开展经营业务的“纯正玩家”（pure play
FOSS company）和仅将开源软件作为部分业务的软件行业在位者（incumbent）（Dahlander，
2007；Munga等，2009）。前者将开源作为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形成了适应开源社区的商业模式

（Dahlander，2007），代表性企业包括Red Hat、Canonical、Helix Code和VA Linux等；后者将开源

作为进入细分市场和防止垄断的手段，本身仍以专营性付费软件的开发为核心（Dedrick和West，
2007；Kapoor和Agarwal，2017），代表性企业包括IBM、微软、谷歌以及SAP等。由于缺乏组织资

源（Klepper，2002），专营开源软件的企业需要依托开源社区来实现其价值主张，开源社区的健

康状态甚至决定了此类企业的存亡（Shaikh和Levina，2019）。而为将开源社区建设成为可自平

衡的生态系统，开源软件企业不仅会向开源社区用户提供提炼、封装等增值性服务，还会采取

项目赞助等方式来维系社区发展，并通过推广以Linux为首的开源产品与技术，发展开源文化，

创造并获取市场价值（Munga等，2009）。因此，开源软件企业参与开源社区的强度显著高于仅

将开源软件作为部分业务的软件行业在位者。除此之外，企业参与强度还受知识产权禀赋

（Dahlander和Magnusson，2005）、技术领域（Bessen，2006）、软件成熟度以及企业与开源社区在

知识和专长领域的平衡性影响（Butler等，2019）。
参与壁垒方面，追求私人利益的企业与追求公共利益的社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存在诸多

冲突，双方在思想观念、组织结构以及价值主张等方面大相径庭（O’Mahony，2002）。因此，企业

参与开源社区面临高进入壁垒。如Dahlander和Wallin（2006）基于GNOME社区的研究结果显

示，附属于企业的身份标签会显著降低个体获得高声望的可能性。为打破参与壁垒，企业常常

通过输送全职开发者以提升社区创新质量的方式建立合法性（Schaarschmidt等，2015），并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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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积极承担非全职人员所不愿承担的文书与协调工作，以获得核心领导地位，引导社区开源

项目的发展方向。此外，企业的业务模式和要素禀赋也会影响参与壁垒的高低，专营开源软件

的企业比仅将开源软件作为部分业务的在位企业更容易得到社区的接纳和重要项目的授权

（Dahlander和Wallin，2006），而在同样的业务模式下，拥有大量软、硬件专利的企业进入开源社

区的门槛相对较低（Fosfuri等，2008）。
3. 企业参与绩效

相较于参与动机和参与过程，开源社区与企业绩效尤其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

一步考证，相关研究较为匮乏，尚未形成系统且收敛的研究结论。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

常常面临金融资源匮乏（Carpenter和Petersen，2002）和内部能力不足（Colombo和Piva，2008）等
问题。内外部资源的匮乏极大地限制了软件企业的研发范围与研发强度，进而抑制其创新绩

效。然而，尽管有学者提出，相较于生产不能形成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的企业，风险投资更

加偏好那些持有大量专利的软件企业（Mann和Sager，2007），但有研究显示，与开源社区合作

将显著提升外部资本的投资意向（Piva等，2012），进而有效解决软件企业面临的“财源”问题。

分析认为，由于开源产品受到用户的高度认可，与开源社区合作能为软件企业对外合作提供背

书作用，进而改善企业在投资人中的印象。除了解决“财源”问题，与开源社区合作还有助于解

决企业的“人事”问题。开源社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而通过在开源社区以近乎为零的

显性成本招揽高水平技术人才，企业的内部研发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Baron和Hannan，2002；
Baron，2010）。契约在社区活动中的缺位还使企业的雇佣模式得以丰富，企业可以根据内嵌于

源代码中的作者声明（declaration of authorship）搜寻满足自身需要的技术人才，通过建立基于

项目或任务的雇佣关系，实现灵活且经济的人事投资（Lepak和Snell，2002）。此外，通过扮演社

区“协调人”，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吸收、拼凑散落于社区的想法、人员等碎片性创新资源，配

合有助于隐性知识转移与吸收的线下互动手段，使创新绩效获得显著提升（Fowler等，2004；
Dahlander和Magnusson，2008）。

除了探讨开源社区对企业人力、资本以及技术等创新要素的影响，也有学者就参与开源社

区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直接关系展开研究。Piva等（2012）发现那些与开源社区展开深入合

作的企业展示出了更优的创新绩效。Stam（2009）提出并验证了社区参与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

存在倒U形关系，企业需要在发展内部技术能力与建立外部合作关系之间找寻平衡（Grand等，

2004）。Sims和Seidel（2017）则证明社区参与有益于企业的渐进式创新。

（三）个体维：个体参与

1. 个体参与动机

学界关于个体用户参与开源社区的动机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Butler等，2019），个体

参与动机构成了开源社区研究框架的重要部分。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个体参与开

源社区的动机总结归纳为经济要素（economics）、思想观念要素（ideology）和个人学习要素

（individual learning）三类（见表2）。其中经济性动机又具体可分为短期经济补偿（monetary
compensation）和长期职业发展两类（career path）。调查显示，支持许多用户做出持续性贡献的

背后是一定的经济补偿（Lerner和Tirole，2002；Hertel等，2003），而这类用户多为代表企业利益

的全职开发者，围绕来源企业的项目需求，执行企业意志，参与开源社区活动成为他们工作的

一部分，隶属于商业企业成为他们的典型标签。此外，Lerner和Tirole（2002）提出存在一种信号

激励机制，认为在开源社区展示技术水平或承担管理责任，有助于用户提高在劳动市场上的价

值，进而获得更多潜在的就业机会（Holmström，1999；Hann等，2013；Riehl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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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个体参与动机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相关研究

经济
（economics）

短期经济补偿 Lerner和Tirole，2002；Hertel等，2003

长期职业发展
Holmström，1999；Lerner和Tirole，2002；Dahlander和Wallin，2006；
Hann等，2013；Riehle，2015

思想观念
（ideology）

自我认同
提高归属感

Wasko和Faraj，2005

利他主义
互利互惠

Raymond，1999；Hertel等，2003；Bock等，2005

个人学习
（individual
learning）

学习知识 Lakhani和von Hippel，2003
提升技能水平 Lussier，2004；Dahlander和Magnusson，2005
应用前沿技术 Dahlander和Magnusson，2005
获得程序稳健性
反馈

Raymond，1999

挑战技术难题 Lakhani等，2003；Hertel等，200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
 
 

除了经济要素，有学者认为还存着诸如社交因素等非功利性动机，并且这类动机往往扮演

着更为重要的角色（Dahlander和Magnusson，2005）。我们将非功利性动机进一步分解为思想观

念要素（ideology）和个人学习要素（individual learning）。通过在开源社区展示技术专长，并为

他人答疑解难，用户可以赢得尊重和社群地位，进而实现个人价值，提高自我认同（Wasko和
Faraj，2005）。此外，提高归属感、利他主义（altruism）、互利互惠等同样构成重要的思想观念要

素（Raymond，1999；Bock等，2005）。受开源社区的亚文化属性决定，思想观念一直被视为用户

参与的核心动力机制（Hertel等，2003）。个人学习方面，用户参与开源社区的动机包括学习知识

（Lakhani和von Hippel，2003）、打磨技能（Lussier，2004）、应用前沿技术（Dahlander和
Magnusson，2005）、获得程序稳健性反馈（Raymond，1999）以及挑战技术难题（Hertel等，2003；
Lakhani 等，2003）等。

2. 个体参与过程

关于个体用户参与过程的研究同样较为全面，参考企业参与过程，我们类似地梳理出了参

与内容、参与频率以及参与壁垒三个方面，作为本节的论述重点。Butler等（2019）将用户于开源

社区的活动内容总结为故障报告、功能完善（Mockus等，2002）、疑难解答（Lakhani和von
Hippel，2003）以及社区或项目治理（Butler等，2019）。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用户参与内容提炼总

结为技术型和社交型两类，其中技术型内容又可具体分为开发（deve lopment）、增强

（enhancement）和维护（maintenance）。在技术经理的协调下，用户或围绕开源项目进行新代码

的开发，或回应其他用户关于产品完善的需求，在源项目的基础上开发新功能，实现产品增强

（Gamalielsson和Lundell，2014）。除了开发新产品、新功能，对现有产品或系统的维护成为社区

开发者最为高频的活动，庞大的观测者基数极大地提升了功能故障和系统漏洞被识别、报告以

及修复的概率和速度（O’Mahony和Ferraro，2007）。社交型内容方面，以疑难解答的形式进行知

识交流与传播是用户尤其是非开发者用户的日常活动（Lakhani和von Hippel，2003）。此外，由

于开源社区具有典型的自组织特征，联合自治成为参与者表达集体身份认同和实现权力置换

的重要手段。

Dahlander和Wallin（2006）认为用户的来源特征或进入目的将影响其参与频率。代表企业

利益的全职开发者往往比单纯的爱好者更加活跃：一方面，作为链接社区与企业的技术经纪人

（Hargadon和Sutton，1997），他们既拥有企业提供的优势资源，又拥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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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因为社区本身就对企业“势力”心存芥蒂，而要打破质疑以更好地融入社区创新活动，来

自企业的开发者就必须通过积极承担责任来建立合法性（Wenger和Snyder，2000）。Lakhani和
Wolf（2005）的研究结果显示，受企业赞助的开发者花费在开源社区的时间是兴趣爱好者所用

时间的两倍，由此验证了上述观点。此外，其他诸如个体技术水平、社区治理水平等要素同样会

影响用户的参与频率。

由于软件开发是一种知识密集型活动，对相关领域的知识、经验以及强化学习具有一定的

要求（Waterson等，1997），因此用户参与开源社区同样面临较高壁垒（Maruping等，2019）。随着

开源代码的不断积累与完善，社区项目日趋复杂，以致只有少数始终保持高度活跃的开发者能

够完全理解软件架构，进而有效地贡献代码，新入者很难跟上项目进度（Kohanski，1998）。
Baldwin和Clark（2000）提出代码的模块化（modularization）有助于提高项目的透明性和可操作

性，进而降低贡献壁垒。Emurian等（2000）认为对不同编程语言的掌握能力也会限制用户的参

与深度，因而支持性设施的完善与否（如是否支持多种编程语言）也会影响用户贡献壁垒。此

外，用户的专业领域以及“见面礼”（如优质代码）等都会影响其参与的难度（von Krogh等，

2003）。
3. 个体参与绩效

相较于其他模块，有关个体参与开源社区绩效的研究较为稀疏，且多聚焦于个体所依附的

项目绩效上。尽管现有关于参与动机的研究部分阐明了开源社区所能给用户带来的预期收益，

但这些激励性因素究竟如何作用于用户个人绩效，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在此基础上，Ke和
Zhang（2009）提出并验证了由目标承诺与努力强度构成的任务努力对内部动机、外部动机、社

会认同、意识形态四个驱动因素与个人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此外，Chen等（2017）基于一手问

卷数据的研究发现，用户的参与动机、社会网络、文化认同以及创新意愿与能力等前因要素通

过影响社区知识分享来间接作用于项目绩效，认为知识分享至少在匹配生产者与用户需求、产

生学习效应以及吸引更多开发者三个方面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Ghapanchi和Aurum（2012）
借鉴Teece等（1997）提出的动态能力理论视角，验证了社区用户的两大关键能力——故障修复

（维护）与功能改进（增强）对项目绩效的正向作用。此外，其他诸如用户数量、用户结构、用户经

验（Hahn和Zhang，2005）以及沟通质量（Stewart和Gosain，2006）等要素均被证明存在对项目绩

效的正向影响。

五、  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论

在追溯源起与界定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将开源社区与其他在线社区进行对比，我们首先从

知识产权、创新距离以及价值主张三个维度提炼并总结了开源社区的独特性，进而定位研究边

界。此后，借助软件CiteSpace对样本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对开源社区研究主题的变迁进行了梳

理，发现开源社区新兴研究领域的出现呈前紧后松之势，主要研究话题在前期不到八年的窗口

期内密集涌现。在开源社区相关概念提出的初期，学者大多聚焦于构建在无法取得与开发贡献

相称的经济补偿的背景下，用户参与开源社区的动力机制，并在此后围绕权力形成与分配机制

和共有知识成果保护手段两大议题，对包括组织结构、知识产权在内的社区治理展开了研究。

同时，学界对社区与企业二元关系的研究也经历了从关注竞争到强调合作的重心转移，并重点

围绕企业参与过程展开研究，以期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甚至治理的社区—企业合作模式，调和二

者源于组织本质的意识性与制度性冲突。

通过构建以“组织维”和“个体维”为核心分析层次的二维知识框架，本文还对社会科学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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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管理学领域内研究开源社区的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呈现。研究发现，在内部治理方

面，开源社区具有典型的自组织特征，已从最初的无政府状态转变为如今的准科层化治理，并

最终形成以自治性基金会或理事会为核心的治理结构。而随着线下会议等各类互动场景的不

断涌现，社区领导力的形成与分配标准也加速由技术贡献向社会资本倾斜。同时，为保护集体

知识成果，开源社区已形成了以开源软件许可证协议为核心，规范性准则和委托第三方组织等

多种手段并举的知识产权治理机制。在外部参与方面，企业参与开源社区主要受经济要素驱

动，个体则主要受思想意识要素驱动。尽管企业与个体在参与形式上有所差别，双方在融入社

区过程中均面临一定的参与壁垒，且该壁垒的高低受参与者来源特征影响，但参与开源社区对

企业绩效与个体绩效的提升均有所帮助。

（二）管理启示

考虑到开源社区正逐渐由个体联合自治转变为受商业组织主导的现实背景（Fitzgerald，
2006），本文的贡献不仅停留在对现有关于开源社区的理论、知识的梳理与归纳上，更表现在为

开放创新、数字创新背景下企业参与甚至自建开源社区以获取开源经济的红利提供启示。

第一，作为由用户自愿发起的虚拟网络组织，开源社区往往通过设立基金会或理事会等形

式对社区用户及其创新行为施以有别于市场、科层以及网络的弱强度治理（Demil和Lecocq，
2006），僵化的组织结构和过强的组织控制会抑制社区的创新绩效（Rashid等，2019）。因此，当

企业意图进入社区的权力中心并影响社区的决策制定时，相较于形成基于契约或股权的治理

关系，选择诸如委托第三方（如开源基金会）等间接的控制方式是更为适宜的。即使是对由企业

自行发起的开源社区，为维持社区的创新活力，企业仍应采取列席基金会或理事会的形式，利

用投票这一民主决策手段，与其他参与者共同就社区的重大事项作出决策，而不是将自身纵向

排列于社区组织架构的顶端。

第二，研究发现社区领导力的形成与分配标准正加速由技术贡献向社交活动倾斜。因此，

为提高自身在开源运动中的可视性和在开源社区中的合法性，进而更好地建立核心领导力，企

业除了向开源社区输送全职开发人员以提升社区创新产出的效率外，还应积极参与甚至主办

以开源为主题的线下活动（如由中国开源软件推进联盟举办的开源中国开源世界高峰论坛

等），使代表自身利益的用户借助在这些活动中由来源企业赋予的话语权优势，深度嵌入社区

人际网络，通过扮演社区经理人等协调性角色来建立核心领导力，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的利益

诉求。

第三，企业参与开源社区主要受经济要素驱动，与之相比较，个人参与开源社区的核心动

力机制是包括自我认同、归属感、利他主义以及互利互惠等在内的思想观念要素（Hertel等，

2003），而也正是这些强调透明、自由、民主的思想观念造成了开源社区与企业在社会互动过程

中的诸多冲突，使得将技术闭源以独占创新成果的后者面临来自前者的高认知合法性压力。在

此背景下，为更好地融入社区创新活动，获得散落于社区的优质创新资源，企业可将开源整合

入自身产品体系和技术架构，并有选择地将开源文化中的部分要素有机嵌入组织的使命与愿

景，以此构建“开源身份标签”，通过在组织行为、符号上展现出对开源的认同，消除开源社区关

于其身份的芥蒂。如IBM就将开源产品和开源技术作为自身商业模式的重要构成，并曾数次在

其开发者大会上为开源运动站台，由此最终在开源社区建立了高度的认知合法性。

（三）未来研究拓展

在把握现有研究脉络与关键逻辑框架的基础上，我们主要围绕开源社区如何管理、协调企

业与个体的参与过程这一核心议题，提出四个未来值得深入拓展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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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最初的纯“无政府”状态转变为准制度化管理，开源社区经历了自序过程（von
Hippel，2006；Fleming和Waguespack，2007）。但制度化甚至科层化管理并不意味着社区组织形

式的变迁和意识形态的改变，社区仍对以逐利为根本目的的企业心存芥蒂（Shaikh和Levina，
2019）。然而，在开源社区实现准制度化管理后，企业的介入至少在管理方式上并不会带来本质

改变。在此背景下，开源社区对企业的抵制究竟是源于制度冲突还是观念抵触？今后的研究应

予以适当关注。

其次，尽管企业与开源社区的二元关系已成为开源社区研究的焦点，但现有研究大多采用

简单的二分法来探究企业与社区之间的关系，较少关注不同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对二者关系的

影响，如同样受利益驱动，诸如Red Hat、SuSE等专营开源软件的企业在社区就享有较高的接

纳度，其员工更有可能进入社区网络的中心位置。那么社区对此类企业的接纳究竟是源于能力

认同（开源软件企业能够提供更加专业的互补性服务），还是意识认同（将开源软件企业视为

“自己人”）？因此，关注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对其与社区关系的影响，是未来可以参考的研究方向。

同时，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社区所处的技术领域及其对企业进入壁垒的影响。Butler等
（2019）研究发现，以CloudStack 和OpenStack 为代表的云计算社区驻有大量的企业开发者从

事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活动。据此我们推断，不同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动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

不尽相同，如嵌入式系统或软件的开发就强调硬件与软件的协同性与整合性，对硬件质量与实

验环境的要求较为苛刻。此外，其他诸如云计算引擎、游戏开发引擎以及3D建模软件等也都高

度依赖优质的外部资源，需要强大的算力作支撑。那么对于围绕上述领域开展创新活动的开源

社区，企业的进入门槛是否会适当降低？需要学界通过展开适当研究予以回答。

最后，随着具有企业背景的开发者比例不断提高，企业所带来的技术与人力资源使得社区

的创新速度不断加快。而在企业与社区深入融合的背景下，企业的身份标签是否依然会限制高

投入、高贡献的个体用户进入社区网络的权力中心？此外，开源社区如何协调执行企业意志的

全职开发者与维护社区利益的兴趣爱好者不同的参与过程，企业又如何解决由个体用户意识

形态错配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Henkel，2009；Daniel等，2018），学界都应给予一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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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s a sub-category of open innovation community, open source community（OSC）has
spearheaded the practical frontier of open innovation and digital innovatio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Bonded  by  shared  ideology  characterized  by  emphasis  on  freedom,  openness  and  collaboration,
advocates of open source movement have initiated tens of thousands of communities operating around
open source software,  of  which Apache,  Debian,  Linux,  Mozilla  and SourceForge are  successful
examples at the global level. So far, the related spin-offs of these communities, such as Apache Web
server, MySQL database system, Firefox browser, and etc., have accumulated a large number of loyal
users worldwide. However, it is noted that both the practice and the theory relevant to OSC in China are
far behind the West. Thus, the authors feel a grave necessity for combing and perfecting extant research
findings regarding OSC, thereby shedding ligh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SC and firms engaging in
open source businesses in China.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origin of “open sourc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defines the concept of OSC. To make the research boundary between OSC and other forms of online
community much clearer, in case of experimental bias incurred by confusing these two types of
community, this paper also portrays the uniqueness of OSC by comparing it with other communitie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PR, innovation chain, value proposition. Then, based on 188 OSC-related
literatures indexed by SSCI from 2001 to 2019, this paper conduct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via
CiteSpace, which is already a mature scientific measurement tool in academia, to ext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profile and comb the status as well as the veins of extant researches. After adding some
other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such as working documents on OSC, this paper makes a further
refinement of the main contents of all the literatures retrieved, and puts forward a two-dimen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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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framework comprising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 and “individual dimension”.
Through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on 188 OSC-related literatur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research topics of OSC densely burst out in the first eight years since the keyword of “open source
community” first appeared in papers indexed by SSCI in 2001. After 2009, the emergence of novel
research topics undergoes a steep downward curve and becomes increasingly sparse. By building up a
knowledge framework, this paper finds that: In terms of internal governance, OSC has typical traits of
self-organization and spontaneously develops a set of gradually maturing governance mechanisms,
which shape the forms of OSC into semi-bureaucracy. Moreover, as offline interactive scenes are
gradually enriched, the core basis for forming as well as distributing leadership or authority is changing
from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to social networks. For OSC,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s of IPR are also
unique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Contributor License Agreement（CLA）, such as GPL, BSD, LGPL,
etc. A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external subjects, firms join OSC mainly driven by economic motivators,
while individual users mainly by ideological motivators. In spite of differences in motivations and forms
of involvement, both firms and individuals encounter barriers to entry when joining OSC,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are blocked is influenc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rigins. For example, people from
open source “pure player”（firms of which the business models are mainly configured around open
source product or technology）are more welcomed than those from incumbents in software industry, such
as Microsoft. Finally, extant researches prove that participating in OSC is beneficial to both firms’ and
individuals’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bove, this paper brings up thre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firms with an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deeply in OSC, and then proposes several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academic
reference mainly centering on the coordinating mechanisms between OSC and firms, in hope of
attracting more Chinese scholars’ attention and contributing knowledg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SC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ts governance mechanism.

Key words: open source community; software firms; individual users; open innovation; litera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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